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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过程中，对国家进行某种象征化表达是凝聚国家认同的必备之举，这一点

已在学界得到公认。有两类国家象征广受关注：一类是主权国家具有的普遍属性，如国旗、国歌、国

庆、货币和邮票等；另一类是特定国家的专有象征，如法国的“环法自行车赛”、美国的平民总统林肯和

中国的天安门等。本文关注的国家地图属于所有主权国家的“标配”，有些国家通过对其地图进行合

适的象征化处理，能够形成稳定且广为人知的地图形象，从而成为一种国家象征。不过，一旦围绕地

图形象建立特定的话语体系之后，它便具有了第二类象征的特征。对现代中国地图之象征化的研究

既有助于弥补其学理性分析的匮乏，并拓展中国地图研究的边界，也为省察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构建

过程提供新的视角，藉之以深化对象征、记忆与现代民族国家成长之关系的认识。在实践意义上，此

研究则有益于我们进一步总结和反思当代中国基于国家象征构建国家认同的官方举措和民间行为。

借由文献资料描绘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的形象之变，作为最为常见的史家笔法自为本文所倚重，但

其不易厘清两种不同形象的“物性”差异，对揭示隐于形象差异之后的国民情感更是难措手足。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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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晚清以降的两个政权分别将中国地图象征化为秋海棠叶和雄鸡。秋海棠叶在民国时期和

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之后营构的是救亡图存和不胜乡愁的意象。雄鸡在新中国则实现了从地理空间想象

到政治空间想象的再造，并塑造了新旧有别、正邪两分的新国家认同。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的中国地图象征

化的“变形记”，是关于国家之完整性的两套“国家神话”的切换。它既反映出现代国家建设的重心从存续逻

辑演变为治理逻辑，也折射出国家认同构建之理念和方式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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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固守某种理论和方法，而是以秋海棠叶和雄鸡为主角来组织历史文献、教科书和文学作品等各类资

料，围绕中国建设现代国家进程中的国家认同构建主题，逐次讨论四个问题：第一，国家地图的象征化

何以成为现代中国塑造国家认同的手段？第二，“秋海棠叶”的意象在民国时期和随后的台湾政权中，

如何以及与何种国家情感相勾连？第三，新中国如何基于“雄鸡”意象对国家的空间关系和道德体系

进行再造？第四，对比“秋海棠叶”与“雄鸡”这两种“物性”相异的国家象征，百多年来现代国家的建设

逻辑和国家认同的构建路径发生了何种嬗变？

一、形神相契：地图的象征化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国家认同的构建极其依赖于国家象征，因为“国家象征不仅代表着作为普遍概念的‘国家’，还是

与国家相关的知识、价值、历史和记忆的凝聚”[1]。在中国古代地图中，并没有出现将某个共同体类比

为特殊事物的象征化现象。存在于地图史中的“形象化”概念指的是地图上绘制着实物（如山水林原）

的形貌。这种相对粗陋的地图绘制术后被晋代发明的“计里画方”和清代引自西方的“经纬度”所取

代。因此，在实践中对共同体进行形象化，与在地图上赋予某共同体以某种具象，有着重大的区别。

后者意味着共同体已经拥有明确而稳定的边界，这正是现代国家生成的关键标志之一。

在世界地图上比较准确地识别出国家之间的相对位置，始于万历年间利玛窦绘制的《万国舆

图》。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新式绘图法不断雕琢的是中国地理的“形状”，而非“形象”。诸如康熙

早年（1674）由南怀仁制作的《坤舆全图》，康熙晚年（1718）刊行的《皇舆全览图》，道光二年（1852）魏源

增补至百卷的《海国图志》，以及同治二年（1863）邹世诒和晏启镇绘制的《大清一统舆图》，乃至光绪二

十九年（1903）邹代钧主编的《中外舆地全图》等，都无法令观者将或简或繁的清朝疆域联想为某种具

体的事物。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在技术层面上，康熙年间制作的地图是后来众多地图进行修正的基

础，它们对中国疆域轮廓的勾勒比较粗糙，未能做到地理空间在平面上的精确投射，由此形成的模糊

而破碎的国境边缘无法与任何事物的外貌形成有效映射。二是在观念层面上，皇权中心主义及其政

治体系笃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精确界定国家的边境反而会降低皇权的“位格”——因为如

此一来，那些“边缘地带”便具有了独立的地位，从而对拒绝留白的“天下观”造成严重的冲击。

清季末年出现的诸多状况对皇权在地图上的显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

对中国领土的频繁掠夺连续刺痛了两代人的记忆，他们认识到了不仅要“开眼看世界”，也要重新认识

自身。“自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以后”，“1911年清朝灭亡以前的那一段时间里”，“中国对自我认知的

转变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根本变化”[2]。孔飞力所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取代传

统的天下观[3]。毋庸置疑，这一取代暗含着政体变革的内在要求，孙中山强调，际会于此风云中的“有

志之士”要有“实学”，“首在通晓舆图,尤首在通晓本国之舆图”[4]。在国际环境下考量中国的地位不仅

成为学者们的共识，而且还随着近代教学体系的建设，成为对孩童和青少年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内

容。这些情境的变化对性情的塑造也有相应的要求，直观地表现为“清末民初教科书十分重视情感体

验的作用，特别是爱国情感的作用”[5]。对中国地图的象征化便是激发爱国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这是

[1]David A. Butz. National Symbols as Agents of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9, Vol.30,
No.5, pp.779-804 .

[2]〔德〕施耐德：《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关山、李貌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8年版，第66页。

[3]〔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11页。

[4]孙中山：《〈支那现势地图〉跋》，载于《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7-188页。

[5]石鸥：《百年中国教科书论》，〔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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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识别标志的地图”的一种延伸，它能够“深深地渗透到群众的想象之中”，成为“民族主义的一个

强而有力的象征”[1]。

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05年的《大清帝国全图》是中国最早公开发行的彩印版地图[2]，也是截止其

时在地图形态上与“秋海棠叶”最为接近的地图。它在1914年摇身变为《中华民国新区域图》，广泛地

存在于多种教科书中。目前很难确定究竟是谁在何时首次将中国地图喻作“秋海棠叶”。从地图形状

上来揣摩，当在1905年之后。不过刘师培等人编写于1905至1906年间的几本流传甚广的地理教科

书中，并未对中国地形做相关表述[3]。如果王庸所言属实，“在民国十多年以前中国流行的地图，基本

上多是根据康乾间测绘的地图”[4]，那么众多坊间流行的教科书未使用明显呈“秋海棠叶”形状的地图

也不足为奇。我们推断中国地图的“秋海棠叶”之喻当初现于民国肇始。出生于1903年的徐复观曾

提及“在发蒙读书时，便读到‘我国地图，如秋海棠叶’”[5]，徐氏在“八岁发蒙”[6]，如此算来1911年左右

已有“秋海棠叶”之喻。这也得到了庄俞在1912年编写的教科书的支持：“中华民国之地形，颇似秋海

棠之叶。西方为锐角，似叶之尖。东方则斜平，且有凹处，似叶之本。南北两方或凹或凸，似叶之边。

熟审秋海棠叶，即知我国地形矣。”[7]由此视之，中国地图的赋形与现代国家的生成具有相当高的契合

度。两者相合在深层次意义上昭示出秋海棠叶自此成为了现代中国的一种国家象征——国家地图也

就真正超越了其指示地理空间、确定主权界限的工具性功能，获得了动员国民情感、铸造国家精神的

巨大威力。在现代性背景中，地图本身的制作技艺所表征的“科学”，地图中的政治空间变迁所表征的

“民族”和“民主”，以及地图所对应的真实世界的发展所表征的“文明”等，共同为秋海棠叶地图司职国

家象征提供了有力的合法性辩护。

形神相契的彻底通达，最为关键之举要能够对国家象征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神圣化。。唯有将

该象征奉为一种民族和国家的“图腾”，才能使其成为不可侵犯的“神圣之物”。国家象征所具有的神

圣力量既是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力量，也是一种可被切实把握的政治之力，它既能激发政治公民的国

族情感，也有助于政治制度的适恰设置。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国家形象具有的政治意味将远超于所

谓的“政治正确”的框架，特别是在相匹配的政治神话的精心擘画之下，稳定地将其所具有的力量传递

给国家与国民。自此，国家、国民与国家象征便聚合在一种密不可分的牢固关系之中。无论是民国时

期的秋海棠叶，还是新中国雄鸡，这两种地图形象都发挥出了国家象征特有的能力。需要注意的是，

在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的转换以及两者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之中可以发现，源于国家象征的权力生产和

再生产呈现出了一些相异之处，国家、国民和国家象征之间的关系也被作了重新锚定。这两方面的变

化，都是国家认同构建随着时代变迁和政权更迭而调整方向和策略的重要表现，而这正是形神相契在

历史维度中的体现。

[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164-165页。

[2]陈永耘、张久清：《百年〈大清帝国全图〉现身宁夏》，〔西安〕《收藏界》2007年第11期。

[3]刘师培：《最新中学教科书》，〔扬州〕广陵书社，2013[1905-1906]年版；谢洪赉：《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志略》，〔北

京〕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

[4]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2页。

[5]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411页。

[6]徐复观：《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胡晓明，王守雪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7]庄俞编，教育部审定：《共和国教科书〈新地理〉》（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1页。转引自黄东兰：《领

土·疆域·国耻——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的空间表象》，载于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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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几度开来斗晚风”：秋海棠的屈辱与飘零

民国初年中国民间的常见植物中，诸如泡桐叶、番薯叶或牵牛花叶等也或多或少地与中国地图形

似。因此，秋海棠叶之喻的出现，除了其形似之外，当有更多可揣摩之处。首先，秋海棠应是比喻的使

用者（如果不是创造者的话）日常经验中的熟稔之物。庄俞是常州武进人，秋海棠在当时当地的文人

家庭中较为常见。同时，秋海棠还应在举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如此才有利于被读者广泛接受。这一点

也无存疑，自古以来很多文人墨客以其入诗便是明证。这也引发出另一方面的因素：秋海棠本身当具

有特殊的意象，以适用于国家之喻。对于普遍受到古典文化熏陶的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来说，众多以

秋海棠为题的古代诗词与国族情感并不突兀。鸦片战争以降泱泱大国的每况愈下，颇合陆游、顾春等

人的诗作中所表达的相思之情、悲凉之意；大量仁人志士舍生取义、意欲力挽狂澜，则与王安石、袁枚

等人取秋海棠以颂君子之风、幽人清雅殊为投洽。

如果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境之中，或许会发现秋海棠且悲且壮的意象，与对国人政治观念产

生深远影响的秋瑾有一定的关系。在与夫家决裂、意欲投身革命时，她以“秋海棠”为题，写下了“平生

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的名句，文字间不屈的意识和自由的精神跃然纸上。近十年之后，洪炳

文署名“悲秋散人”，在1912年初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剧本《秋海棠》，以“香积国花神秋海棠”隐喻

秋瑾，所撰诸事俱取材于秋瑾之经历[1]。庄俞应知此文，他本人正是《小说月报》的作者之一[2]。在同一

年，新成立的民国政府颁行了《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要求所有的教科书“务合共和民国宗

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3]。秋海棠叶也正式作为国家象征，进入国民教育和政治社会化

的序列之中。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败台湾之前，这叶秋海棠在时事风雨之中，一直处于一种屈辱的

境地，遏止敌人吞噬、以保全叶片完整，成为国家认同话语的核心诉求。而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台湾当

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虽然仍以秋海棠叶地图为正统版图，但其主旨已经有所变化，主要用于意识形

态之争中，而在民间话语中，郁结其中的浓浓乡愁“剪不断，理还乱”。在秋海棠叶传递出的从屈辱到

飘零的意象转变中，民众围绕这一国家象征不断深化和升华对国家的情感和认知，从而令血与土的想

象得以跨越百年、留刻下一条难以撕裂和分解的记忆烙痕。

在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和民间话语中，中国地图的象征化载体并不惟秋海棠叶，还有桑叶。就形状

而言，秋海棠叶的确比桑叶更为形似中国地图。取桑叶之喻，或与“中国是蚕丝的发源地”[4]有关。当

然，这种比喻也是编者一家之言，并不具普遍性，如有些教科书中只是提及中国是“一个桑叶似的国

度”[5]，并未提及任何丝绸之国的隐义。桑叶与中国地图之间频繁对应出现于1930年代，1931年“九一

八事变”是关键的转折点。日本侵入东北使得秋海棠叶失去了一角。在“蚕食”一词所构成的意象中，

秋海棠叶转变为桑叶，更加生动和准确地描述出日本这条“蚕”的暴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秋海棠叶

之喻暂落下风，它通过另外一些意象的构造，也加入到对外敌破碎中国山河的控诉之中。直至抗战结

束，此期间中国地图的象征化呈现出双叶并竞的态势。

“九一八事变”之后，民间在高呼“复仇”或“觉醒”时，往往以秋海棠叶遭到蚕食和破坏来比喻江山

[1]梁淑安：《南社戏剧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页。

[2]郑逸梅：《书报话旧》，〔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5页。

[3]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4]黄东兰：《领土·疆域·国耻——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的空间表象》，载于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5]刘虎如：《新时代本国地理教科书》（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页，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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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异。有人直接将秋海棠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秋海棠，花之抗日者也……群芳谱上记载秋海棠性质，

有这么五个字：性好阴，恶日。”[1]借助秋海棠本身的喜阴厌光的植物特性，形象地表达出了中国开展

“抗日”行为的“天然”合法性。象征物（秋海棠）将其所固有的各种属性转移到象征本体（中国）之上，

为理解象征本体增添了更多的路径和可能。秋海棠叶与桑叶一样，亦可表述敌我关系。早在1916年

一幅中国地图漫画中，便有如此解释：“有人谓我国地形颇似秋海棠叶，可惜叶边已被虫蚀。”[2]叶与虫

的敌对在1930年代之后更为常见，“日本”总是“虫子”最主要的“形象代言人”。通过秋海棠叶的完美

与虫子的丑陋之间的强烈对比，能够激发出强烈的爱国之情，这一点不仅在当时数量颇丰的中小学作

文中时有显现，还出现在194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小说《秋海棠》中：当主角听闻日本正在“吞啮着”秋

海棠叶一般的中国后，便将其艺名吴玉琴改为“秋海棠”[3]。

与秋海棠叶相比，桑叶确与“蚕食”的字面意象更为相合。当“蚕”成为列强的象征后，秋海棠叶转

变为桑叶便顺理成章。这在时文与教学活动中均多有显现。日本投降之后，这种蚕-桑意象便逐渐褪

色，秋海棠叶再次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许士骐极为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翻转：“可惜这一片美丽的秋

海棠叶。一个世纪以来，被我们的芳邻扶桑小姐看中了，她认为是一片肥美的桑叶，结识侵略伙伴，实

行蚕食，吐了一大堆‘以德报怨’的乱丝……时代之轮，不断地前进，到了现在，秋海棠叶，毕竟不是桑

叶，可是作茧自缚的芳邻，反变成可怜虫了！”[4]

在国家生活的变迁中，重要的政治象征总是扮演着国家情感和认知之测量仪的角色。桑叶之喻

的兴衰正是印证了这一点。同时，双叶之间的转换也意味着国家本身的核心诉求发生了位移：彰显敌

国想象的桑叶指向了两国之间的冲突，战争逻辑是这段时间的主宰，而一贯可爱美丽的秋海棠叶则指

向家国的完整和安宁，与之相洽的应当是建设或治理逻辑——只是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始，这一逻辑并

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完成其任务的，倒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中国地图的雄鸡形象。与此同时，

秋海棠叶只能偏立于中国版图的一隅，逐渐从服务于“光复大陆”的政治动员，变成一种名副其实的

“国家想象”。直至2004年，弥布其中的不尽乡愁因台湾当局废止秋海棠叶地图而彻底失去了政治合

法性的支持。

退居台湾后的国民党当局在其国民教育中继续使用秋海棠叶地图，与其说是对其领土主权的宣

示，不如说是在意识形态框架下进行的合法性之辩。在1949年之后，台湾和大陆所认定的中国版图

形状最大的差异在于“外蒙古”的有与无。民进党于2000年成为台湾的执政党之后，不断推动对“外

蒙古”的重新地位，先于2002年承认其主权地位，在地图中以“国界线”标示大陆与“外蒙古”之间的界

线，两年后宣布废止《编印大陆地区地图地图注意事项》，在官方文本中，秋海棠叶地图彻底被台湾地

区地图所替代。自此，秋海棠叶飘然而落，成为几代台湾地区居民的集体记忆和众多大陆游客猎奇的

热门商品。

二十一世纪初的地图之争影响面极为宽广，所涉及的政治生活内容也非常复杂，但其中最为引人

注目的是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构建问题。对于在台湾接受初等教育的适龄群体来说，秋海棠叶的想

象与他们实然所处的地理空间之间存有巨大鸿沟，当那种想象转化为情感时，便指向包裹着沉重意识

形态内核的敌意。于是，比之海峡对岸因缺少“外蒙古”而形成的雄鸡地图，秋海棠叶地图倒产生了一

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不过，这种话语也并非没有竞争者：对于在生活经验或体验上与“大陆”有着难以

[1]瞻庐：《八月春》，《申报》1932年9月21日。

[2]佚名：《漫画》，《少年》1916年第6期。

[3]秦瘦鸥：《秋海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9页。

[4]许士骐：《民族艺术与民族精神》，《申报》1946年10月21日。

150



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6/6· ·

割舍的血与土的想象的大量民众，秋海棠叶喷涌出的强烈“情感能量”具有多种宣泄口，“乡愁”是其中

流量最大的一个。这种台湾作家蒋勋所言的“致命的乡愁”[1]，是政治空间的隔绝所无法阻断的情感牵

挂。即便地理形态发生了变化，秋海棠叶的意象并没有受损，它超越了对国家版图的直观表达，成为

不具有特指性质的抽象“国家”概念的象征。这真切地拓展了秋海棠叶的情感动员能力。诸如“秋海

棠”之“美”及其“叶”之“柔”，这些植物属性都能够充当抒发国家情感的生发点。这种“乡愁”的成因并

非出于个体主动性的选择，所以由“被迫”而来的“无奈”使得“愁意”更浓。同时，这种“乡愁”也并非由

个体与其生于斯的故乡之间的别离而导致，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被抛掷到故土之外后产生的集体愁

绪。所以，更准确地来说，此情此感不是“乡愁”，实乃“国愁”。基于这两点，“乡愁”成为一种个体无法

抑制的情绪：即便其缺乏任何去国离乡的实在经历，也会因无法体验概念意义上的“国家”而被置于一

种特殊的处境之中，其间密布着蔓生的乡愁，不断散发出对国家认同的召唤。

2004年之后，台湾当局在官方教育体系中放弃了将秋海棠叶塑造为国家象征的做法，看似切断

了一个长达半世纪的乡愁诱源，但无法切断血与土的想象，也无法阻止因不能把握概念意义上的完整

“国家”而产生的深度焦虑。从民族国家的历史来看，这种焦虑是一种现代性的焦虑；而就“人是天生

的政治动物”的论断而言，这种焦虑是一种几近永恒的焦虑。

三、“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的国家姿态与政治伦理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对国家版图的描述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雄鸡”之喻，秋海棠叶或桑叶的表述仍

偶尔用于爱国主义教育之中。这些残留的痕迹不能被简单粗暴地理解为一种“政治不正确”，它们一

方面是难以割舍的个体记忆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版图形象一旦成为国家象征，便能超越其投射

地理空间的基本功能，发挥出镌刻集体记忆的作用。雄鸡形象之所以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既缘于新

中国地图的确在形态上有别于秋海棠叶，也因为政权更迭需要在国家观念的重塑中引入新的国家象

征——尤其在国家初立的艰难时刻，雄鸡这一新形象无疑为提振国民的精神和情绪打了一针强心

剂。毛泽东作于1950年的豪壮诗句“一唱雄鸡天下白”[2]使得雄鸡作为中国的象征迅速获得民众的广

泛认同。按照郭沫若的解释，此句由李贺的“雄鸡一声天下白”转化而来，“这里的‘雄鸡’已经不是李

贺诗句里的个人英雄主义的‘雄鸡’，而是象征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帜的党，‘雄鸡’的‘一唱’也就

象征着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凯歌”[3]。当国家版图与雄鸡关联在一起时，郭氏之语所论及的党及其

行为的政治合法性，便被加持到国家之上，使得雄鸡在象征新中国时更为熠熠生辉。

作为新中国的象征，雄鸡的两重意象值得关注。一是雄鸡的关键属性——“雄”，二是雄鸡的关键

行为“唱”所引发的直接后果——“白”。“雄”象征着一种睥睨魍魉的国家姿态，与“百年魔怪舞蹁跹”构

成强烈对比。国家之“雄”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呈现出来，首先是中国“鸡”在面对敌人“虫”时英姿勃发，

其次是国家地理空间的相关表述在一种特殊的性别政治话语和日常语义中强调中国“鸡”是雄非雌，

暗含着雄对于雌的优越性。新中国的天下之“白”则象征着一种具有较高价值位阶的国家伦理，它塑

造了全新的道德体系，在与历史传统和资本主义对手之间的竞争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简而言

之，“天下白”与“长夜难明”不仅表征着新旧两个世界，还表征着正义和邪恶两个阵营。

很多人以为，新中国地图的“雄鸡”形象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由于“秋海棠叶”缺少了“外蒙古”而生

[1]蒋勋：《青青河畔草》，载于联副三十年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提灯者》，〔台北〕联合报社1981年版，第422页。

[2]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载于蔡清富、黄辉映编著：《毛泽东诗词大观》，〔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

版，第274页。

[3]郭沫若：《“一唱雄鸡天下白”》，〔北京〕《文艺报》195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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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抗战时期，已有人将中国的版图喻作“大公鸡”[1]。新中国成立之

后，虽然台湾当局依然执守秋海棠叶地图，但其无法忽视大陆广泛地传播国家版图的雄鸡意象，有些

台湾作家觉得雄鸡的说服力更强[2]。对于台湾当局而言，为了与雄鸡话语正面交锋，其策略是将雄鸡

贬斥为“老母鸡”[3]。此语从表面上似乎不具有浓厚的诋毁之意，但通过鸡之性别的转化，很容易令人

将“雄鸡报晓”的积极形象联想成“牝鸡司晨”的消极形象。

为赢得这种“公母之争”，大陆避开了几乎无解的论辩，而是使用了另一套策略来证明新中国之鸡

实乃雄性：中国地理空间的形象特征与母鸡全然无涉。在各种关于雄鸡各部位与行政区划之间的对

应性描述中，往往会提及“鸡冠”这一独属于公鸡所具有的生理特征，其最常对应的是“黑龙江省”。除

了鸡冠之外，对展现强大攻击力的鸡爪的描写，也从侧面印证了鸡的性别：“中国的两个最大岛屿……

台湾岛和海南岛则像这只雄鸡的两只利爪。”[4]颇为有趣的是，因为中国的行政区划与雄鸡的生理组织

之间的对比并不存在某种权威版本，所以民众在此方面的理解经常会存有差异——这些当然也是国

家认同的表现之一。例如，将“北京”理解为雄鸡的“心脏”，凸显的是其政治中心的地位，而非空间化

的鸡心所在的准确位置；将台湾岛和海南岛称为“金蛋”则是为了强调其为珍贵的国土资源，而非颠覆

雄鸡的基本性征。

对于新中国政权来说，用“雄”来修饰新的版图形象，是为了与新中国实然和应然的双重姿态相匹

配。首先，新中国的行政区划与雄鸡之生理组织间的一一对应呈现出一种完整性，它宣示了一个具有

能动性的生命体的诞生，这一点明显有别于秋海棠叶，后者在生物学意义上作为一种植物无法摆脱一

种无奈的被动状态——这与解放前国家的屈辱历史之间构成了映射。从雄鸡“傲立”或“昂立”的姿态

中，新中国作为一个不具有任何主权竞争者的独立国家共同体，其立国的资格得到了象征性的宣扬和

肯定。其次，雄鸡所具有的克敌制胜的力量，实际上是一种属于国家应该具有、但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的“能力”。在此，与雄鸡的孔武姿态直接关联的是一种应然的国家能力，它营造出一种理想化的国家

情境，为民众提供了贯穿多重时间维度的国家想象。这种对民众之政治预期的集纳，是国家象征所能

提供的合法性资源之一。

雄鸡形象除了以其动物属性和生理特征展现出新中国的国家资格和能力之外，还通过其“报晓”

的典型行为与新政权的特殊政治伦理构成映射关系。在“雄鸡一唱天下白”中隐含着一种因果关系：

正是因为雄鸡的“唱”，才导致了天下的“白”。引申到新中国的成立（与雄鸡版图的生成具有一致性），

意味着这一新生的主权共同体在两种空间范畴中实现了更新：如果将“天下”在一种现代语境中限定

为国家的边界，那么更新的是共同体内部的政治状态；如果将“天下”在一种传统语境中理解为整个世

界，那么更新的是此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这两种更新都能够在一个对立意象中得以表

达，即“白”与“黑”。与两种空间范畴相对应，“黑”既包括黑暗的旧中国，也包括黑暗的非社会主义世

界。简单总结，雄鸡报晓所导致的白对黑的替换，正是新对旧的替换和正对邪的替换。由此，在决然

不能两立的新与旧、正与邪之间，扮演着关键性角色的雄鸡将新中国的政治伦理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这也极大地丰富了雄鸡作为版图的形象和国家的象征在构建国家认同方面所能够提供的情感能量和

知识储备。雄鸡在情感动员和想象生成方面的突出能力，似乎印证了一些政治心理学家的观点，即国

[1]邵恒秋：《日本的今昔》，载于森哲郎编：《中国抗日漫画史》，于钦德、鲍文雄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年

版，第148页。

[2]李黎：《旧情绵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3]如杜力夫等：《两岸和平发展立法问题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页。

[4]张国华：《大国崛起的创新思维》，〔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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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象征的主要作用是形成一种抽象的共享成员身份的群体性氛围，在促成具体的政治行为方面力有

不逮[1]。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象征没有任何影响实践的能力，在一些条件的协助之下，国家象征能

够非常容易地将抽象情感转化为具体行为。

四、形易神移：国家认同话语的转换及比较

经过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合力与共振，秋海棠叶和雄鸡这两种地图形象作为一种国家象征，深

刻地浸透在国族历史和社会记忆之中。地图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一件影响举国民众的“国之大事”，

因为它依靠对主权之地理范畴的修辞性“命名”所生成的国家象征，可被视作国家的第二重生命。地

图形象的更变在国家生活中也非同小可，不仅标示着主权国家的领土变化情况，还潜含着国家认同话

语体系的更新：新生政权的特性和目标都被置于一种有别于往昔的阐释框架之中，依靠国家强力的信

息输送，塑造出一种焕然一新的国家形貌以及与之相称的国民新风。如果说围绕地图形象建构国家

象征的话语是一种“国家神话”，那么其核心旨趣便是“国家精神”。所以，梳理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的变

迁史，有助于解析国家神话和国家精神究竟为何变化和怎样变化，对于我们在一个连续统（历史、现状

与未来）[2]内把握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亦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此外，在理论意义上，这一观察

路径也有益于为国家认同构建中必然面对的时空紧张难题寻找一条平复之道。回到中国情境中，在

表面上来看，是“外蒙古”的有无决定了采用何种喻体来描述国家版图，但在实际上，之所以择取秋海

棠叶或雄鸡，是出于更好地构建和表达爱国主义情感和认知的需要。任何一种择取都反映了现代中

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构建其国家认同时的复杂考量。

国家神话向来都是国家认同构建的基本方式之一，它是一系列关于国家建设的神圣叙事，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国民建立其与国家之间的必然性联系的崇高理由。国家神话在具体的政治功能

上，为指向国家目标的政治动员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资源，是为“因国家之名”或“国家的名义”。秋海

棠叶和雄鸡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和政权中都发挥着国家神话的作用，但由于历史情境和政治体制等因

素的影响，两者呈现出诸多明显相异的特征，其中具有主导性地位的是对国家之“完整性”的不同理

解。完整性是国家地图形象作为一种表意系统时的核心诉求，这也是地图形象与其他类型的国家象

征的不同之处。海棠叶和雄鸡从分属于“植物”和“动物”的异质性，在完整性的表达上采取了不同的

策略，显现为“静”与“动”和“守”与“攻”的对立。

秋海棠叶的“完整性”体现为对一张静态叶面的保全，因此，国土本身的安全性是首要考虑的对

象。雄鸡的“完整性”则体现为对各行政区划作为一个系统中动态结构的合理设置，由此，国家治理的

有效性成为关注的重点。这意味着，虽然诸如统一和强大等预期都是晚清以降的两个政权的主要诉

求，但在国家认同的叙事体系中，侧重点有所不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间的一系列内忧外患，

令铺展于民国初年的秋海棠叶从一开始就与深重的国耻记忆和亡国灭种的现实焦虑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叶片残缺”所引发的羞痛感成为当时国家认同构建中的重要动力，无论是政府机构和政治精英，

还是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都以各自擅长的方式抒发对“版图危机”的反应。秋海棠叶象征性的完整

成为其诉求的主要目的[3]。之所以称秋海棠叶提供的是一种静态的完整性意象，是因为在国家版图与

[1]Robert T. Schatz, Howard Lavine. Waving the Flag: National Symbolism, Soci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Po⁃
litical Psychology, 2007, Vol.28, No.3, pp.329-355 .

[2]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此时间结构本身就是国家认同的固有内容之一。参见Ruth Wodak, Rudolf de Cillia, Martin
Reisigl and Karin Liebhart.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87.

[3]贝叶：《青年应当怎样修养》，生活书店1927年第2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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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实态的映射中，遴选出的属性是恒常的山河地势与叶片结构。受众在其中主要把握的是国家整

体上的地理状况，而非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这种完整性的对立面是“不可分”，因而需要抵抗环伺的

列强，其优势则在于“大而全”，营构出一个泱泱之国的意象。这种旨在激发国家自豪感的地理教育除

了具有积极的一面之外，还因与严峻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产生了推动国家认同的巨大势能。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民国政权的行政区划无法企稳的不良状况得到了遏制，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

序和有效的分配和运作，是雄鸡地图被理解为展现出一种动态的完整性的主要原因。新中国版图与雄

鸡形态之间的映射，不仅对实际上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国家地形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描述，更重要的是，

还强调了行政区划与整个国家之间的生动联系。例如，北京作为雄鸡的“鸡心”提供了地理空间和政治

空间上的双重隐喻，而民国旧都南京则无法在秋海棠叶上实现类似的特殊性。如果我们将从秋海棠叶

到雄鸡的变化称作一种“植物中国的动物化”，那么这种“动物化”的最重要的“福利”之一便是有助于更

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国家的政治地理学：国家的地理空间关系亦是国家主权架构之下的政治关系。

虽然在现实之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在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方面有所冲突，但在国家象征所制造出的

想象之中，两者没有任何的龃龉。雄鸡版图中的各个省份作为内在的结构，依靠其动态性的有序关系

保证了整个国家系统的安然运作。在此无需纠结雄鸡各部位究竟是何省份——从来也不存在一个

“官方版本”，而是此类表述在主权国家内部排布出一种地理空间秩序，并表达出基本的政权结构及其

运作逻辑。由此不仅能够通过国家的自然禀赋鼓呼爱国情感，而且还可以培育对国家之政治情境的

认知。从秋海棠叶的植物之“静”到雄鸡的动物之“动”的转变，暗含着一条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路径：

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从“建立”转向“建设”。

秋海棠叶和雄鸡之“完整性”的表达，除了“静”“动”有别之外，还呈现出“守”“攻”相异的特征。秋

海棠叶营造出的美丽而孱弱的国家形象所激发出的“防守”意识，不仅是一种国民情感上的必然反映，

还与一种对国家现实的理性判断相关。如有人认为：“我国国土形状酷似一秋海棠叶”，具有“‘平时容易

连络，战时容易防守’两大优点”[1]。对“防守”的优化实际上早在秋海棠叶地图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2]。

着眼于秋海棠叶这一国家象征本身，正因其是一种植物，所以能够诱发的联想也受到了植物特性的限

制：简单来说，易守，难攻。即便偶有攻击性的联想，也呈现出一种被动防守的意味。呈防守之势的秋

海棠叶在民国时期成为国家认同构建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意象虽然能够提供一种同仇敌忾的团结意

识，但难以驱逐国民因国家积贫积弱而来的忧虑、尴尬、甚至自卑。

新中国的雄鸡意象一改往昔颓势，不仅来自于“秋海棠叶”的“秋”之寒意被雄鸡召唤而来的煦暖

“春”意所替代，而且安于防守的植物特性也自然地转化为具有进攻意味的动物特性。昂立的雄鸡呼

应了建国前夕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经典声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新生国家虽然仍然需

要以防御的姿态保卫领土的安全与完整，但同时也强化了对或明或暗的国家敌人展开攻击的能力。

具有进攻能力的雄鸡重新对“国家的时间”作了与秋海棠叶时代完全不同的安排：后者的国家生活服

从于按部就班的改良进路，而前者能够契合于革命和改革的思维，按照国家建设的需求和逻辑对国家

生活进行剧烈的调整或加减速。这考验的是国家治理的能力，雄鸡作为国家象征在其中或许可以发

挥出重要作用，因其既能极为有力地表达和代表国家的“神圣共享”，也能“极为容易地唤起和引导‘人

民的意志’”[3]。当然，在改革开放前后，雄鸡作为国家象征所表达出的含义因革命思维和改革思维的

[1]王鑫、王洪文：《地理中国》，〔台北〕锦绣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2]魏源：《海国图志》，〔武汉〕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页。

[3]Anthony D. Smith. Will and Sacrifice: Images of National Identity, Millennium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1,
Vol.30, No.3, pp.57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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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三十余年来，雄鸡不惮于斗争的气息有所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因自身能力

（国家实力）增长而来的气势的变化。有人赋予雄鸡形象新的特质，或者提出新的地图形象，如“雄鹰”[1]

和“火炬”[2]等。新形象虽然未能撼动雄鸡地图的经典地位，但反映着大国崛起和海洋主权的新背景对民

众的国家认同构建产生了新的影响，但唯有制造出相匹配的新“国家神话”才能保证它们的影响力。

国家神话是一种兼具稳定性和复合性的政治话语形态。稳定性表现为国家神话在一定时空范畴

内并不会发生频繁的变动，它需要并支持一个长时间尺度的稳定信息输出。这也是秋海棠叶和雄鸡

的表述载体以教科书为主的原因之一。复合性则意味着国家神话能够同时表达负载不同领域的信

息，依照拉斯韦尔的观点，具有国家之名的象征能够同时集纳国家的“历史、民族性和命运”[3]。国家神

话也可以被理解为国家情境发生变动的晴雨表，即当其调整话语策略时，往往存在着某种国家情境的

切换。卡西尔曾言道：“只有当人面临一种不寻常和危险的境况时，神话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4]以

此反观秋海棠叶和雄鸡，国家遭遇的“不寻常”和“危险”都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这些形象在动

员国民情感方面的伟力。从国家神话方面省察国家地图形象的变化，不仅仅是为了强调这种形象在

国家认同构建中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要从中认识到地图形象的转变存在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

的律动之中，而且，对于从未断裂的国家历史而言，融合了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地图形象文本是观

察其内在连续性的重要显影剂。

五、结 语

本文的旨趣并不是基于秋海棠叶与雄鸡这两种国家地图形象的分析，来说明百年来中国由弱渐

强这样一种“历史常识”，也不欲评判两种形象有何高下之别或优劣之分，而是意图阐明：国家地图的

象征化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中一种特殊的伴生现象，有助于我们在历史变迁的背景下更为深刻地

把握百多年来国家认同构建的诸多面向，如国家如何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方式进行爱国情感动员，不

同阶层的国民在国家认知方面各有何种的侧重点，以及政权更迭如何借助于国家象征的重塑书写新

的国家神话等等。

虽然对国家进行抽象表达的必然性和国家关切自身存继的必然性，保证了国家象征和国家认同

的理论议题是一项永不会过时的研究，但唯有同时保持对其在现实情境中的即时性变动的关注，才能

让此项研究生机盎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国的国家象征塑造和国家认同构建值得关注。在

多元文化的交织之中，原本由地理空间具象化而来的雄鸡形象，以及由传统文化支持的“龙”或“狮子”

的形象，和由现代文化所支持的“熊猫”形象等，都已经很难在具有“能动性”的中国国家象征的塑造中

保持垄断优势，层出不穷的新形象竞相交锋的场景愈发常见，而这将不仅是一场关涉几代国民的激烈

的记忆之战，还是一场贯通政治情感、政治行为和政治价值等多重范畴的象征之战。不过，由此展呈

出的国家认同构建的复杂性并不会对其重要性有丝毫的削弱，国家象征的“变形记”不能等闲视之，因

其能够承载着历史、留刻于记忆。总之，地图的象征化，以及其他类型的国家象征，都是现代中国话语

体系建设中的基本内容之一，需要合乎理性和逻辑的国家观的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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